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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刑事司法改革地不断深入，“审判中心主义”改革得到了学界和司法实践的广泛关注。所谓审判中

心主义或以审判为中心，是指法院的审判活动是整个刑事诉讼活动的中心，其主要表现是庭审实质化。

由于庭审形式化是我国刑事诉讼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个毒瘤，所以审判中心主义要求我国的庭审从原来

的“庭审形式化”过渡到“庭审实质化”，如此才能“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

正义”。为了实现庭审实质化的目标，本文采用历史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等方法，从转变司法理念、改

革庭前制度、重构公检法关系等方面论述，以期在审判中心主义背景下实现庭审实质化的改革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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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criminal justice reform, the reform of “trial centrism” has attracted exten-
sive attention from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nd judicial practice. The so-called trial centralism 
or taking trial as the center means that the trial activities of the court are the center of the whole 
criminal procedure activities, and its main performance is the substantiation of the trial. Because 
the formalization of court trial is a long-standing cancer in the process of criminal proceedings in 
China, the trial centralism requires the court trial in China to transition from the original “forma-
lization of court trial” to “substantiation of court trial”, so as to “make the people feel fair and j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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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every judicial case”.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court trial substantiation, this paper uses 
historical analysis,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other methods to discuss from the aspects of chang-
ing the judicial concept, reforming the pre-trial system, and reconstruc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ublic security organ and the law,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reform goal of court trial substantia-
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rial centr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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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长期存在“司法一体化”的现象，这引起了学界对控审是否真正分离的争议和担忧。我国司法

实践普遍存在庭前实质化阅卷，庭前会议涉及实体问题等现象，这导致庭审仅仅流于形式，成为有必要

的走过场，这些问题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庭审的公正性。所以，我国司法实践需要从“庭前实质化”真

正过渡到“庭审实质化”，让庭审应有的价值和功能得到充分发挥，这也是审判中心主义的应有之意。 
2014 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就明确规定：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保

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由此，“以审判为中心”

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正式拉开了帷幕，成为目前解决制约我国刑事司法公正的关键突破口，为真正实

现法官中立、保障被告人权益和提高审判质量提供了方向性指引。为了贯彻落实该《决定》的有关要

求，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2016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

部和国家安全部联合颁布了《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2017 年最高人民

法院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并在后续相继出台了一

系列配套的规程。 
随着我国诉讼模式的转型，我国的刑事审判在处理控、辩、审三方主体关系时，比以往更加注重发

挥辩方的作用。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模式是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基础上，借鉴和吸收了当事人主义诉讼

模式的一些因素，但同时也保留了职权主义的许多特征，所以是一种混合式的诉讼模式。我国的诉讼模

式转型就暗示着司法的天平有意识地向辩方一边倾斜，但必须认识一点，这种倾斜并非足以让天平达到

平衡，只是缓解了畸重畸轻的问题，天平依然是公诉方一边重，辩方一边轻的局面。为了进一步解决控

辩双方诉讼地位实质上的不平等问题，以庭审实质化为主要特征的“审判中心主义”就应运而生了。阻

碍庭审实质化的就是庭审形式化，庭审形式化是指庭审在刑事诉讼中没有起到实质性作用。所以，要真

正发挥庭审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切实推进审判中心主义改革，就必须实现庭审实质化的目标。在推进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过程中，庭审实质化改革是其关键突破口，而实现庭审实质化的目标

既需要司法理念的更新，也需要相应配套制度的技术性改革。 

2. 审判中心主义对庭审实质化的内在要求 

侦查中心主义与庭审形式化往往存在紧密联系，同理，审判中心主义与庭审实质化也有着天然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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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系。不可否认的是，要推行审判中心主义改革，必须实现庭审实质化，换言之，审判中心主义对庭

审实质化存在内在需求。 

2.1. 从“侦查中心主义”到“审判中心主义” 

审判中心主义出现在我国刑事诉讼领域的时间不长，在之前我国一直实行的是“侦查中心主义”。

对于侦查中心主义，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即“公安做饭，检察院端饭，法院吃饭”[1]。这其实就反映

了公安在刑事诉讼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而法院在刑事诉讼中几乎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法院的能动性受

限，庭审的虚化现象严重。侦查中心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即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在该模式的背景下，法官

把案卷材料作为自己发现案件事实和形成自由心证的主要根据，另外，在法官花了大量精力阅完卷后，

其往往犯了先入为主和有罪预判的大忌，并且法官倾向于希望被告人作出与案卷材料相一致的当庭供述，

这也暗示着法官并不希望在庭审中能够发现不同的案件事实。 
在长期实行侦查中心主义的情况下，刑讯逼供等现象也是屡见不鲜的，随着大量冤假错案被频频爆

出，人们认识到侦查中心主义与现代的司法理念是格格不入的，人们不得不反思侦查中心主义的存在价

值，进而强烈希望推进以审判中心主义为核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2.2. 审判中心主义改革以前的制度探索 

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我国刑事立法主要从案卷移送制度、审前准备程序和控辩审制衡关系等方面进

行改革和试点，不断通过司法实践效果来反馈立法效果。“刑事庭审诉讼构造的不合理，卷宗中心主义

的审理方式，庭审内容的形式化以及繁简分流机制的不完善，这些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庭审虚化、

流于形式”[2]。从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来看，我国从案件移送制度的变迁、庭前会议的设置再到目前的

庭审实质化改革，其逻辑思路就是为了兼顾庭审作用和庭审效率，或者说是在庭审作用的发挥程度和庭

审效率的保障程度上寻求最优解。其中，学理上的理想构建和司法实践中的排斥现象也是交织在一起的。 
在案卷移送制度上，我国刑事公诉案件的案卷移送经历了 1979 年的全卷移送制度、1996 年的复印

件移送制度和 2012 年全卷移送制度三个阶段。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庭调查以法官宣读卷宗为主，卷宗决定审判结果[3]。1979 年《刑事诉讼

法》确定了全案移送制度，该法第 108 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犯罪事

实清楚、证据充分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对于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可以退回人民检察院补充

侦查；对于不需要判刑的，可以要求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法官阅卷成为了庭前必经程序，这一规定

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些潜在的问题，例如法官的先入为主和有罪预判，进而使得庭审的功能被消解，庭

审形式化问题严重。这些诟病引发了学界对程序正义和法官中立的担忧，进而产生对审判结果的不信任。

龙宗智教授也指出“庭审虚化是长期存在而未能有效解决的制度性问题”[4]。 
为了解决全卷移送制度导致的庭审形式化问题，1996 年《刑事诉讼法》将全案移送制度改为证据目

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移送，并只要求法官进行形式审查。该法第 150 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

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

或者照片的，应当决定开庭审理。”由于复印件移送制度导致法官无法在庭前归纳争议焦点，很难在庭

审时有效引导控辩双方的举证和质证，法官在一定程度上是排斥复印件移送制度的，所以该制度在司法

实践过程中的实施效果并不好。案件限制移送制度只是在全卷移送制度和“起诉状一本主义”之间寻找

的一种平衡，但这种平衡并不能兼顾公正和效率，它既没有促进公正，也没有提高效率，实际上是没有

意义的，这也导致了该制度被司法实践所抛弃的命运。 
鉴于在司法实践中法官的不适应以及庭审效果一般，2012 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为了回应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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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的效率需求，又重新回归了全案移送制度，但保留了对案卷的形式审查。该法第 172 条规定：“人

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做出

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并将案卷材料、证据移送人民法院。”随着我

国“审判中心主义”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法官庭前对卷宗的全面阅览会形成预断，不利于庭审的实质

化[5]。这种制度回归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立法者倾向于在保留全卷移送制度的基础上，试图寻求一种化

解该制度弊端的新制度，真正兼顾公正与效率。 
对于全卷移送制度的回归到底是失败回归还是理性回归的问题，学界争论较大。全卷移送制度的回

归无疑也是有利有弊，一方面，它有助于法官在庭审前归纳争议焦点，提高庭审的效率，但其弊端也是

十分明显的，即庭前阅卷不可避免地使法官先入为主，使法官带着有罪预判进入法庭，而庭审成为法官

确认该有罪预判是否正确的方式，中立性的缺失可能使法官成为“第二公诉人”，这在“司法一体化”

中也是存在的突出问题。笔者认为，为了效率而保留全卷移送制度确有必要，这也符合立法者的立法目

的，但为了解决全卷移送制度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我们也需要构建相应配套制度加以规制，真正兼顾公

正与效率。 

2.3. 庭前程序对庭审功能的消解 

我国长期是以侦查为中心而不是以审判为中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的庭审被虚化，庭审的功能

被庭前程序所消解，换言之，法官对庭审缺乏功能需求。我国目前存在庭前阅卷、庭前会议等庭前程序，

这些程序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庭审的功能，导致法官在正式庭审时对庭审的需求减少，进而导致庭审形

式化问题。有学者指出“致使庭前会议成为‘二庭审’，则不仅违背设置该制度的初衷，而且和现行刑

事诉讼制度改革总目标——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相冲突，客观上是对审判中心的削弱”[6]。“被

需要”是我们评判一个事物是否具有价值和意义的重要标准。同理，要想贯彻“审判中心主义”，就要

让庭审被需要，让法官对庭审形成功能需求，换言之，就是让法官明白只有庭审才能真正查明案件事实，

而其他庭前程序只是为庭审服务的准备工作，既不能消解庭审的功能，更不能取代庭审的功能。 
有学者认为，审判中心主义就是被告人中心主义，只有充分尊重和保障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保

障辩护人充分行使辩护权，适当限制公诉人的公权力，让控辩双方在法庭上拥有几乎对等的地位，这样

才能让天然弱小的被告人能有效地与公诉方抗衡，即所谓的“平等武装”。由于大量被告人缺乏辩护人

为其辩护，另外，辩护人行使辩护权受到种种限制，再加上法官对待辩方不同于控方的态度，使辩方难

以与强大的公诉方抗衡。 

2.4. 审判中心主义与庭审实质化的内在联系 

所谓审判中心主义，就是要让法院的审判活动成为整个刑事诉讼活动的中心。由于庭审形式化是与

侦查中心主义相联系的，是对庭审作用的否定，所以，审判中心主义必然排斥庭审形式化，当然要求庭

审实质化。审判中心主义强调法官的审判职能，而审判职能主要在庭审中发挥，而庭审功能被庭前程序

所消解又导致庭审形式化，这显然没有真正发挥庭审的应有功能，故与审判中心主义相违背。庭审实质

化改革与推进审判中心主义是不谋而合的，它们之间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 

3. 庭审实质化的制度构建 

在“审判中心主义”的改革背景下，为了推进庭审实质化改革，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构建，主要包括

更新司法理念、法院内部机构改革、公检法关系调整、刑事诉讼结构改革、控辩平等对抗、增强程序正

当性等方面。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3172


陈治宇 
 

 

DOI: 10.12677/ojls.2023.113172 1209 法学 
 

3.1. 从传统的司法理念转向现代的司法理念 

除了完善立法以外，更新和转变司法理念也是推进“审判中心主义”和实现庭审实质化的重要内容，

甚至可以说是前置性条件。在新的司法理念的指导下进行学术研究和立法，使学术成果和立法效果巩固

这种司法理念，才能真正实现庭审实质化。司法理念无疑是指导我们进行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前提条件，

为了有效地推进审判中心主义背景下的庭审实质化改革，我们需要突破传统的司法理念，树立现代的先

进司法理念。由于传统的司法理念强调“打击优于保护”，所以导致了为了打击犯罪而不惜冤枉无辜的

惨重代价；强调“实体优于程序”，所以导致了为了实体利益而牺牲程序利益到使实体处理结果存在瑕

疵甚至更为不公正；强调“国家利益至上”，所以导致了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而对个人利益的过度侵犯

等等。以上这些问题都需要被现代的司法理念所摒弃。现代的司法理念主要包括“尊重和保障人权”“实

体与程序并重”“保障国家利益的同时监督个体利益”等[7]。其中，“尊重和保障人权”需要确立“疑

罪从无”和“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作为一项重要的刑事司法原则，被誉为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基

石。早在古罗马时期就已经存在有关无罪推定的思想，古罗马法谚有云：“一切主张在未经证实之前，

推定其不成立。”意大利的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指出：“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

称为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

另外，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12 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但在

司法实践过程中经常存在随意逮捕、超长羁押、刑讯逼供等现象，有时只有真凶再现或“亡者归来”才

能作为被告人无罪的条件。可见，我国立法一直未真正确立疑罪从无和无罪推定原则是导致被告人权益

保障不足，庭审形式化的重要因素。笔者认为，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12 条有确立疑罪从无和无罪

推定原则的倾向，但并未使该原则得到真正确立，故我国在立法上明确规定疑罪从无和无罪推定原则实

属必要。 

3.2. 法院内部机构改革 

在法院内部机构改革上，笔者认为，法院内部的机构设置应该在庭审法官和执行法官的基础上再增

设庭前法官，使庭审前、庭审中和庭审后都有相对独立的法官进行，进一步分工。既要防止法官先入为

主和有罪预判，又要保证法官在庭审时有效引导控辩双方的举证和质证活动。所以，设置庭前法官是一

个可供选择的思路和尝试。庭前法官进行证据审，通过审查公诉方的案卷材料和辩方提供的材料，对案

件有关的证据进行审查，最终得出一个证据清单，该证据清单分为三类，一类是合法证据，一类是非法

证据，最后一类是存疑证据。庭前法官把证据清单给予控辩双方，给予控辩双方一定的期限，如果对证

据处理结果有异议可以提出，对没有异议的合法证据，允许其进入法庭，对没有异议的非法证据，不允

许其进入法庭，庭前法官对存疑的证据可以要求证据提交者提供更充分的材料证实或者让其成为法庭审

理的焦点。有人提出“公诉人与辩护人双方对排除某一证据达成一致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在庭前

会议时排除这一证据，相反，若双方不能达成一致意见，那么对该项证据的判断应当在正式庭审时再进

行处理”。 

3.3. 公检法关系调整 

对于公检法的关系，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7 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

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对于这一立法规定，学

界对控审是否真正分离提出了质疑，并且认为“司法一体化”现象一直存在。对于公安机关与人民检察

院的分工负责和互相监督，学界没有异议，但由于公安机关对检察院的制约远远小于检察院对公安机关

的制约，所以公安机关与检察院的相互制约受到批判。另外，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的过度配合在一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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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导致了检察机关无法对公安机关的侦查行为和强制措施等手段进行有效的监督，尤其在对侦查阶段

强措施的监督存在“缺位”问题[8]。 
实现审判中心主义就必须要强调审判机关的决定性作用，而为了防止其他因素威胁到审判机关的决

定性作用，就要让审判机关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而不是有所顾忌。另外，借鉴民事诉讼的有益经验，使

侦控机关处于原告的地位，禁止检察机关给法官施加压力，才能增强法官的独立性，只有其独立性才能

促进其中立性。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公、检、法三机关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原则，这一立法规

定暗示了我国刑事诉讼的“司法一体化”特征，而“司法一体化”容易导致公检法三机关的目标趋于一

致性，这是导致被告人“客体化”的重要因素[9]。另外，从司法实践来看，三机关制约不到位的现象突

出，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原则更多体现的是相互配合。立法主要规定了检察院如何制约法院，而法院对

检察院的制约相对较少，这也是法院独立性不够的重要因素。另外，我国长期存在追诉权与裁判权“藕

断丝连”的现象，其分离的不彻底性也导致了被告人的主体地位并未得到充分确立。 
基于对控审的职能分离要求，有学者强烈批判了公检与法院的“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

在刑事诉讼改革过程中，审控是否分离一直是评判改革效果的重要标准，换言之，控审是否分离以及分

离程度是改革中需要时刻关切的问题。另外，我国《宪法》规定了人民检察院享有法律监督权，并且《刑

事诉讼法》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法院的审判监督权。我国检察院法律监督制度是借鉴苏联刑事制度的产

物，在我国有《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法律依据，所以其动摇的可能性比较小。由于检察院

的审判监督制度存在一些弊端，例如检察院监督法院实质上是让检察官成为法官的“裁判者”，法官审

案还要看检察官的“脸色”，导致检察官变相地行使了一定的审判权，法院成为检察院的附庸。 
从比较法的角度来考察检察官制度，通过考察美国的司法制度可以得知，美国的检察机关与司法行

政机构不分，联邦总检察长即司法部长，由总统提名，经参议院同意后任命，而检察官受司法部领导，

检察权的本质是行政权的派生[10]。另外，美国司法制度包括三权分立和司法独立等特点。所以，美国的

司法与行政是完全分离的，其检察机关对法院不存在所谓的审判监督权。再者，美国的刑事诉讼在庭前

存在辩诉交易制度，该制度有利于控辩“双赢”，提高审判效率，也类似于我国的认罪认罚制度[11]。笔

者认为，我国虽然不能照搬美国的司法制度，但可以考虑适当借鉴美国的检察官制度，以防止检察机关

的审判监督权制约法官的独立性进而威胁法官的中立性。 
笔者认为，检察院对法院的审判监督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法官的中立性，故建议在保留宪法规定

的检察院法律监督机关地位的前提下，可以通过立法限缩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范围，即取消检察院对法院

的审判监督权，而把该审判监督权让渡给与案件审理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方主体，以防止法官的中立性

受到这种制度的制约。 

3.4. 刑事诉讼结构改革 

对于我国的刑事诉讼结构，学界提出了诸多观点，主要包括正三角结构、倒三角结构、横向线性结

构、纵向线性结构、斜三角结构等刑诉结构。正三角结构的主要特征是控审分离、控辩平等对抗和法官

居中裁判。这是一种理想的和普遍采用的刑诉结构。倒三角结构是指公诉机关与审判机关同处在一条水

平线上，而被告人处于被控诉、被审判的地位，即控审合作对抗被告人。由于检察院与法院存在一种天

然的亲密关系，所以其“相互配合”的程度远大于“相互制约”的程度，公诉成为国家与个人的较量。

左卫民教授曾提出，虽然侦查、控诉与审判在形式上已经具备了职能分工，但“司法一体化”现象仍然

存在，是一种“国家本位主义的诉讼模式”。横向线性结构强调侦查、起诉和审判是程序递传关系，类

似于流水作业中的工序关系。纵向线性结构把司法机关与被告人对立，强调“司法一体化”，认为“公

检法一家亲”，它们是协同作战一起对抗被告人，被告人的主体地位严重受限，甚至仅仅是被追诉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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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司法机关与被告人形成主客体关系。可以看出，纵向线性结构与我国古代的司法与行政不分的纠问

式诉讼模式类似，具有明显的行政化而非司法化。斜三角结构是指控辩不平等，控方高于辩方，换言之，

控辩没有平等武装，审判偏袒控诉而限制辩护，法官的中立性受到制度制约。 
由于控方与辩方“先天发育”的程度不同，我们不能在搏击台上简单地配置相同的武器装备，而更

应该对天然弱小的辩方给予更多的权利，同时对控方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笔者认为，正三角结构虽

然是理想的刑事诉讼构造，但它忽略了控方与辩方先天的差距，所以，应该采取偏向于辩方的斜三角结

构。 

3.5. 控辩平等对抗 

在控辩平等对抗方面，我国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上都存在一定欠缺，都没有真正实现控辩平等对抗的

目标。为了保障控辩平等对抗，首先应保证法官的中立性。但实际情况却是侦控机关在有罪化倾向下行

使职权，法院在克服有罪化倾向下行使职权，但总的来看，有罪化倾向始终高于无罪化倾向。“公检法”

这种概括性叫法以及把检察院和法院共同定性为司法机关，广义的司法机关也包括公安机关，这种“公

检法一家亲”的局面根深蒂固。虽然公检法三机关之间存在一定的内部监督机制，但在通常情况下，经

过公安的确认后，检察院和法院往往是配合，而经过公安和检察院的确认后，法院往往是为了配合而配

合，而阅卷的形式化审查符合公检的期待，也减轻了法院的外部压力。其实，法院对公检的功能应该是

审查，而不是确认或者所谓的配合。另外，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 181 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提

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这一立法规

定也反映了法院对案卷材料的形式化审查。笔者认为，公检的目的性更为相似，其地位类似于民事诉讼

中的原告，所以，公检之间联系紧密无可厚非，但法院作为中立的第三方，不能与公检走得太近，否则

至少在程序上存在瑕疵，无论其结果如何都是有缺陷的。 
为了增强被告人对抗公诉方的能力，我们需要从确立“疑罪从无”原则、公正审判权利、完善人民

陪审员制度等方面努力。我国从 1996 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才正式确立了“疑罪从无”原则，但“疑

罪从有”“疑罪从轻”或者“疑罪从挂”的思想仍然存在，法官按照“疑罪从无”的精神作出裁判是有

所顾虑的。由于大量的冤假错案不断地被报道出来，例如佘祥林案、聂树斌案、赵作海案以及不久前的

张玉环案等等，这些案件一方面让老百姓产生了恐慌和担忧，另一方面对司法机关提出了防范冤假错案

的现实需要。防范冤假错案就是强调发挥审判的职能。早在 2013 年，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刑事审判工作

就提出了要让事实证据调查、定罪量刑和裁判结果都在法庭上进行和完成的要求，提出了案件审判要以

庭审为中心。 

3.6. 增强程序正当性 

程序正当在刑事诉讼改革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它甚至贯穿刑事诉讼改革主线的始终。程序正当性一

方面为判决结果的正当性提供基本前提，另一方面也为法官规避“枉法裁判”提供有力武器。所以，程

序正当性对于被告人和法官都是有利的。这里的程序正当性主要以保障法官的中立性来展开。未经公开

辩论之前，法官的“私下”阅卷以知悉控方所提供的案情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程序正当性，这也为实体

处理不公埋下了隐患。故禁止法官提前介入案情是有必要的，一方面可以避免法官先入为主而产生有罪

预判，另一方面也为判决结果提供程序正当性支撑。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审判独立仅仅是指法院整体上的

独立，且是在各方监督下的相对独立。我国的审判独立缺乏法官独立的内容，而法官不独立很难保证法

庭或法院的独立。故笔者认为，独立审判应该具有两层含义，即法院整体独立和法官个人独立。只有让

法官独立，才能真正做到“由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为了实现审判独立，需要消除影响审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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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外部压力。在过去一段时间，地方政法委和地方党政领导出现过不同程度地干预司法活动，这无疑

是损害审判中立的桎梏，也是冤假错案发生的重要因素。对此，我国后续出台了关于领导干部干预司法

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审判独立。笔者认为，

增强刑事诉讼过程的程序正当性是审判中心主义改革和庭审实质化的必然要求，对于真正提高判决质量

和提高司法公信力具有现实意义。 

4. 结论 

庭审实质化改革是推进审判中心主义改革的突破口，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历史性变革，对我

国的法治国家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对是否能“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

义”具有决定性意义。推进庭审实质化改革需要从转变司法理念、创新刑事诉讼制度、增强程序正当性

等方面协调推进，把庭审实质化改革作为一个系统性工程，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改革，才能真正有效地实

现庭审实质化的改革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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